
迈向共同富裕
———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

王春光

提要: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将成为我国未来几

十年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成败。农业现代化

和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两大关键举措。此前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只

提农业现代化，现在则开始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并重，其背后的原因是

两者之间尚未实现有效的连接、转换和相互支持，而这是摆在当前乡村振兴

发展道路面前的关键难题，亟待破解。本文从农村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分析

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元实践行动主体及其关系，旨在揭示未来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并提出相应的有关政策创新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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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其中的关

键含义之一。它既是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又是有待达成的重要目标。2020 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后文简称为《建议》) 进一步强调，“优

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

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书编写组编著，2020: 20 － 21) 。中央反复强

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即农业农村现代化) ，就是旨在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发展

不平衡和不充分这个矛盾，以实现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的

说明中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到 2035 年应“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 习近平，2020: 72 － 73) 。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志认为，“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

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体现，农业农村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 胡春华，2020: 81 ) 。显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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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上，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关键。

一、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 迈向共同富裕的要求

1949 年之后，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现代化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家

最先提出的是三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又加入国防现代化，构成了“四个现代化”的雏形，后来将科学文

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央重提“四个现代化”，由

此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发展目标。从此之后，凡提国家现代化，其中必有农业现

代化。而且，农业现代化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农业大国，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基本的温饱问题就难以解决，其他现代化

就无从谈起。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均强调农业现代化或现代农

业发展。比如，十六大报告提出现代农业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农业现代化，十

八大报告则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要求“四化”同

步发展( 又称“新四化”) 。与此同时，中央每年颁布的涉农 1 号文件都强调农业

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在十九大之前，有关文件都没有将农业现代化

与农村现代化放在一起。有研究者认为，农业现代化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

别，其中，广义的农业现代化包括了农村现代化( 韩士元，1999 ) 。到党的十九

大，农业农村现代化才第一次被提出，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意涵。国家领

导人对有关文件特别是《建议》的说明和解读清楚表明，这一新提法就是为了解

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我们要思

考和研究的问题是: 农业现代化为何不足以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现代化的加入

又将如何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一直在推进。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甚至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始相比，当下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的进展显著，特别是最近十

多年的粮食产量一直在稳定增长，基本上做到了“能把饭碗拽在自己手里”。对

于狭义的农业现代化，人们一般从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和经营层面来衡量，比如，

在物质层面有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等，在技术层面有高产化、

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

等，在经营管理层面有商品化、农工贸一体化、土地经营规模化、农业生产服务社

会化等，在环境保护层面则有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和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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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韩士元，1999; 赵景阳等，2007; 包宗顺，2008) 。广义的农业现代化则以狭义

的农业现代化为核心。从狭义概念来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

水平，这在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尤其明显。从 2000 年至 2019 年，全国农业机械

总动力的增长近乎翻倍，从 5. 25 亿千瓦增加到 10. 27 亿千瓦; 农业大型机械数

量从 97. 4547 万台增加到 443. 8619 万台，增长了 355% ; 农牧渔业总产值从

2. 4915 万亿元增加到 12. 3967 万亿元，增长了 397%，与大型机械数量的增长同

步。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 3. 6042 亿人减少到 1. 9445 亿人，净减少

1. 6597 亿人，在全国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49. 99%下降到 25. 1% ; 乡村从业人

口从 4. 8934 亿人减少到 3. 3224 亿人，同期乡村从业人员占城乡从业人员的比

例从 67. 88%下降到 42. 88%，净减少 24. 99%。2019 年，全国城镇化率超过了

60%。这里列举的统计数据一方面说明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增长

明显，农业从业人员明显减少，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得到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则

显示，农村二三产业吸纳的从业人数净增了 889 万，从 1. 289 亿增加到 1. 377

亿。① 由此可见，在农业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却大量流入城市，特别

是青壮年的进城引发了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等问题，而这显然不能代表

农村现代化的达成，反而对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目前，农业产量继

续增加，粮食继续稳产、丰产，但是全社会都在关注农村所谓的“衰败”以及城乡

发展差距较大的问题。因而会在这里衍生这样一些疑问: 农业与农村是一回事

吗? 农业现代化能带动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吗? 为什么农业现代化提升很

快，但农村却留不住青壮年? 农业现代化能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建议》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以便到 2035 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

化”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目标，“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本书编写组编著，2020: 19) 。可见，不论是

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未来的一个关键性衡量指标是显著缩小

城乡发展间的差距。什么是共同富裕? 如何表明城乡发展差距显著缩小? 迄今

为止，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收入分配格局上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有人认为，共

同富裕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中一层含义是，虽然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先

富、后富现象，但是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都在提高，都可以过上美好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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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 https: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 ) ，访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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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层含义则是，不论哪方面的合法收入，其差距在缩小，不至于过大( 厉以宁，

1991) 。另一种观点是将洛伦兹曲线向完全平等直线上靠的过程视为实现共同

富裕的过程( 童星，1994) 。还有研究者用一些基本变量来衡量共同富裕的底线

指标，如帕累托改进、对待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公正程度、底层人群生活状况改善

情况、机会是否增加等( 董全瑞，2001) 。在上述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又有研究者

提出衡量共同富裕的两个标准，第一是富人与穷人的收入都要增加，第二是富人

和穷人的收入差距至少要缩小。这两条标准都意在说明，穷人的收入增长要快

于富人( 王朝明等，2012 ) 。收入肯定是衡量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但从社会学

角度来看，共同富裕不仅指收入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水平，还包含着其他内容。

如果穷人享有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以及发展机会等都远远不如富

人，就难以说是共同富裕。我们看富裕国家，不能仅看其收入之高，还应看这些

国家中有多少人享有高收入、社会福利和福祉、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以及人们

的精神面貌如何———这些都是共同富裕的标志。收入和财富是富裕的表现，也

是重要的中介。我们不能仅仅看个人收入是否增长，也要看公共财政收入是否

增加，更要看公共财政收入是否用于民生事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如果将

经济学用穷人收入增长快于富人的标准来衡量共同富裕的观点转换为社会学对

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解，那么在未来十五年时间内，城乡发展差距如要

实现“显著缩小”的目标，乡村各方面的发展速度就都要明显快于城市。这样的

发展不仅意味着乡村收入增长要快于城镇，还包括乡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民生事业以及其他生活条件的改善上要快于城镇。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要

实现这样的多方面发展，仅靠农业现代化是不够的，农村现代化由此登场。

二、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之间的共通性和传导性问题

不论是乡村振兴还是城乡共同富裕，都离不开现代化这条道路。农业现代

化究竟对农村现代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 农村现代化又以什

么样的方式展开才能达到城乡共同富裕? 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

农业现代化能否带来农村居民收入的明显增加? 这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基

础，也是重要体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曾经上升到最高点，接着

开始慢慢缩小，但目前还在高位上运行。城乡收入差距 1978 年为 1 ∶ 2. 57，2006

年增加到 1 ∶ 3. 28，2013 年曾缩小到 1 ∶ 2. 81，2019 年又缩小到 1 ∶ 2. 64，但依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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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78 年，更没有恢复到 1984 年的 1 ∶ 1. 86( 李培林，2020) 。

表 1 2013 －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及其年度同比增长速度

收入构成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工资性收入
3653
－

4152
13. 66%

4600
10. 79%

5022
9. 17%

5498
9. 48%

5996
9. 05%

6583
9. 79%

经营净收入
3935
－

4237
7. 67%

4504
6. 3%

4741
5. 26%

5028
6. 05%

5358
6. 56%

5762
7. 54%

财产净收入
195
－

222
13. 84%

252
13. 51%

272
7. 94%

303
11. 4%

342
12. 87%

377
10. 23%

转移净收入
1648
－

1877
13. 89%

2066
10. 06%

2328
12. 68%

2603
11. 81%

2920
12. 18%

3298
12. 95%

农村居民人口
可支配总收入

9430
－

10489
11. 23%

11422
8. 89%

12363
8. 34%

13432
8. 65%

14617
9. 53%

16021
9. 61%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 。
注: 单元格中上下两行分别为收入金额( 单位: 元) 与年度同比增长速度。

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三类最重要的可支

配收入相比，财产净收入占的比重比较小。2015 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首

次超过其经营净收入，成为第一位的收入来源。此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19 年，而且二者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在上述四类收入中，经营净

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最慢的，它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没有产生

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减缓的效果( 见表 1) 。经营净收入基本上来自农业生产

经营，也包括家庭个体工商经营收入。从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过去几年的农业

发展和现代化对农村居民的增收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没有发挥显著的效

用。为什么农业现代化没有有效地传导到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城乡收入差

距的缩小上? 我们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进行解释。

我们首先来分析我国最重要的国有农场黑龙江省北大荒建三江垦区的农业

生产和经营情况。① 它生产和经营水稻、少量大豆和玉米，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农

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大型国有农场，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还建立了相应的

现代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全国最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北大荒垦

区每年的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 1 /9、1 /8 和 1 /3。在中国，

每 9 碗米饭中就有 1 碗来自北大荒，其中，建三江垦区在 2010 － 2019 年年均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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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于 2020 年 10 月在该地开展了田野调查。感谢王爱丽教授和黄红教授在调查期间

的陪同。下文中的相关数据均由建三江垦区有关部门提供。



食总产量高达 626. 28 万吨。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2020 年

这里的粮食总产量较 2019 年仍有上升，预计达到 637. 05 万吨。但我们在调查

中也发现，尽管农业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垦区内农业劳动生产者的收入却并

未随之稳定增加，而是经常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垦区的管理者和生产者

认为，其原因在于粮食价格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控制。国家要确保粮食安全，这

个安全包括生产安全和城市居民消费粮食安全，粮价因此不能波动太大，但是生

产资料价格的增长却不受政策控制。最近十年，粮价的增长很有限，生产资料价

格却增长了许多倍，进一步压缩了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一亩水稻最多净赚 300

元。2020 年，建三江垦区提前三天降雪，不少水稻被雪压趴在田里，增加了机械

收割的难度，收割机经营者提出将每亩水稻的收割费用从原来的 80 元增加到

140 元以上，这又进一步压减了水稻生产经营者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雨雪还

导致收割下来的稻谷水分增加，收购方又会以此明显增大水分折扣，令农业生产

经营者的收入继续减少。保险公司也拖延赔付，进一步伤害了生产者的利益。

由此可见，即便是现代化水平如此之高的建三江垦区也依然解决不好“增

产不增收”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成果没有有效地传导到生产者那里。作为国有

农场，建三江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享受国家农业政策方面都远好于纯粹的农

村地区，但农业现代化没有直接确保这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益，那些纯粹农村

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增产不增收”是全国农业生产和发

展( 特别是粮食生产) 面临的普遍问题。从建三江垦区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普

遍问题背后的一个重要机理是，现有的农业政策和体制还不足以支持农业现代

化向农村现代化传导和转变，两者不存在共通性。

我们再来看看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苏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① 20

世纪 60、70 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得益于上海的工业和科技辐射以及原本较

好的社会经济基础，昔日的“鱼米之乡”成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最

高的地区之一。我们调查的几个村庄中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企业工作

或从事二三产业经营，务农的几乎都是老年人。按村书记的话说，现在没有一个

中青年愿意种地了。村里还是有不少农地，政府要求每个村确保农田用于农业

生产，确保粮食生产。村委会便采用集中流转农地的方式，建立了集体农场和农

业合作社。其中，A 村集中流转村民的 3600 亩土地，建立了集体农场和农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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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于 2020 年 11 月前往苏南地区调查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问题，这里的案例就是

从该次调查中获得的。



社; 同时，将另外的 1000 亩土地流转给镇政府，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由 A 村负责

管理。该村购置了几十部日本制造的先进农业机械设备，投资 2500 万元建设农机

库房，兴办了一个设备先进的碾米厂。村集体还对农田进行了高标准改造，每亩投

资 5000 元。按兼任农业合作社理事长的村书记的说法，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

规模化、市场化。但是，农业产出本身没有给合作社带来净收入。合作社目前仅有

的收入来自政府每亩 600 元的农业补贴，一年共 200 万元。B 村的农业合作社每

年则亏本 40 万元以上。那么，这些村庄农业现代化的投入来自哪里? A 村在前几

年兴建了6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出租给工业和物流企业或公司，一年收入在1400

万元以上。该村还购买了几十亩土地，计划再投资兴建 5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用于

物业出租。同时，该村投资兴建了碾米厂，并与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打造本村

农产品品牌，由此获得了一定的净收益。这个苏南的案例同样显示，农业现代化不

能带来可以留住青壮年的收入以及有前景的发展机会。这个案例还揭示出工业及

服务业反哺农业的机理。苏南农业现代化之所以水平高，是因为有大量的政府投

入和补贴，同时工业和第三产业对厂房等生产设施也有需求。

以上两个案例当然有其特殊性。建三江走的是国有农场以及城镇化的农业

现代化道路，不仅有广袤的肥沃良田，而且有国家长期的投资。更重要的是，那

里的农业表面上看起来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种子生产、粮食生

产、粮食加工、粮食销售、机械服务、科研等很长的农业产业链。但即便拥有这样

的产业链，农业生产也不足以支持自身的运作和发展。可见，建三江也面临着种

粮不赚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产业链与价值链融合不够等问题。其背后的原因

是支持农业现代化的体制和政策体系不够健全，比如，没有形成对标准化农田建

设进行长期投入的财政体制，国家粮食的市场政策体系不健全，等等。同样，苏

南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这种提高仅仅局限在粮食种植环节。

即使采用了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依旧无法盈利，甚至长期亏损。而集

体农场之所以能解决村庄的发展问题，主要得益于两点: 一是延长农业产业链，

如 A 村既种水稻又搞稻米加工，打造农产品品牌; 二是搞物业经营，争取建设用

地，兴建厂房出租，用物业收入支持农业现代化。这与苏南地区农村的地理位置

有关，特定的区位为农村提供了非农收入渠道。由此可见，农业现代化并不一定

能传导给农村现代化，但是，农村现代化反而可以带动农业现代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农业现代化都不能传导给农村现代化，现实中存在着成功

的案例，但是这样的案例比较少。其原因除了许多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普遍不高外，主要是缺乏将农业现代化传导到农村现代化的条件和能力，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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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政策方面的严重缺失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传导能力。因此，目前乡村发

展仅靠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是不能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的。那么，农村现代化

是否可以单独存在? 事实上，国家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上

已下了很大的功夫，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

现代化水平。但是，由于许多农村地区不具备发展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条件，因此

农村现代化只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还不足以创造有前景的发展机

会和空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依旧要外出谋生和发展。总而言之，除了少数地方

的农村已经出现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推进外，绝大多

数农村地区尚处于这样三种情况———要么农业现代化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没

有转化和传导到农村现代化上; 要么农村现代化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但农业现代

化水平很低; 要么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都处于低水平状态，甚至出现农业衰

落和农村衰败的问题。连苏南的一些农业部门干部和农村干部都觉得，他们那

里的农业与农村的关系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虽然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都

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乡村常住人口依然在减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依旧存在。

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和动力

《建议》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设想和安排，对市场、

社会、村庄、个人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给出了系统的政策和体制机制

考虑及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农业现代化，即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主要偏重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用“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来表述; 第三是深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体制机

制改革和创新。《建议》还提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的问题，这实际上

也涉及上述三个层面，只是关乎更为特定的安排而已。

社会学在探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候最关注现代化主体问题。谁是农业农

村现代化主体? 他们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他们的动

力、目标来自哪里? 是否存在相应的能力? 他们的行动受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

制约? 《建议》提出的三个层面在多大程度上给出了解决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路

径? 下文将进一步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农民的向往。作为国家现代

化的一部分，它们背后的真正推手党和政府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 而广大村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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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需求者、受影响者和参与者，是核心主体; 企业、公司、合作社以及城镇居

民等是市场型支持主体; 社会组织( 包括教育科研机构) 则起到辅助型主体的作

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是多元的，彼此相互支撑，但核心主体是农民、村民。

不论是政策、体制改革还是资源配置、行动实施、产业发展等，其他主体都得围绕

着农民、村民这个核心主体进行，因此相关政策和体制就得确立他们在农业农村

现代化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地位( 陈荣卓、盘宇，2014 ) 。农民和

村民的动力和能力对农村现代化来说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党和政府的引领作

用体现在提升农民、村民动力和能力的政策、体制安排以及相应的公共投入上。

这些方面在《建议》中基本上都有所体现。

反观现实，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相比，当前农民在乡村振兴上的发展动力和

积极性减少了。20 世纪 70 年代末，农村之所以率先进行改革，是因为广大农民

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强烈渴望以及致富的愿望，要冲破计划体制对农业生产力的

束缚。在国家允许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下，农业生产出现了欣欣向

荣的景象，大部分农民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解决了温饱问题，城乡收入差距从

1978 年的 1 ∶ 2. 57 一下子降到 1984 年的 1 ∶ 1. 86( 李培林，2020) ，这是改革开放

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十年前相比有一定缩

小，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显著的改善，农业现代化有了明显的进展，然而

农业、农村并没有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样强的吸引力，无法让青壮年农村人口留

在农村参与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实践。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没有

让他们看到共同富裕的希望和实现路径。

国内外的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进入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核心

的现代化时代后，其农业的产业竞争力就越来越不如工业、服务业 ( 韦 伯，

2018) ，以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种粮不如卖粮赚钱，卖粮不如加工粮食赚钱;

养猪不如宰猪赚钱，宰猪不如卖猪肉赚钱，等等。但相比而言，种粮比卖粮辛苦，

养猪比宰猪辛苦。也就是说，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业农村在国家的整个社会

经济价值体系中逐渐地从传统的核心地位转向边缘地位，尤其是在全社会的价

值评价体系中陷入低评位置。结果，农业农村难以为人们提供体面的生计支持，

也就失去了对青壮年农民和村民的吸引力。

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在历次重要文件中都有所体现，都被上升到“重中

之重”的地位，这对于确保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安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

这样的重视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成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和经营者的收入，目前

务农也没有成为体面的职业，相反，社会对它基本是低评的。农村的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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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想从事农业，父母也都不愿意子女务农。在他们看来，务农是没有出息的

表现，婚嫁都难。在许多农村地区，除了农业基本上没有其他产业可供选择和发

展，即使有一些传统的手工业、服务业等，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体面，因而得不

到农村居民的重视。这里唯一的出路是进城务工经商，或者通过苦读跳出“农

门”，这才是有希望、有出息的表现。总而言之，农村( 除了城郊结合部外) 没有

什么是“值钱”的，没有可以值得留恋和珍惜的，农地可以抛荒，家园可以放弃，

“乡愁”留给了乡村外面的人。

农业农村在与工业城市的竞争中落败，从传统社会价值的核心地位跌落到

现代社会价值的边缘。经济学对此提出了不少理论解释和实证看法。一种解释

是，我国农业大多属于非精细的传统产业，产业链短、价值链低，所以与其他产业

难以形成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因此，实现精细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和利益链“三链耦合”的农业现代化，才是出路( 匡远配、易梦丹，2020 ) 。当前，

我国农业的“三链耦合”水平相当低，即使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了，由于受一些

政策和体制的制约，农业生产的价值也不一定能惠及广大农村居民，传导到农村

现代化。另一种相似的解释是，我国的农业绝大部分是传统小农经济，没有现代

化农业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缺乏紧密的连接机制和渠道，在产业竞争力上自然不

如其他有组织的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因此，农业现代化就是要对小农经济进

行改造，走规模化、产业化道路。但是，并不是所有农村地区的农业都能走规模

化道路，而且在规模化产业发展中，那些老年劳动力面临被淘汰和被边缘化的危

险，农村社会结构也将进一步失衡。另外一种也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现有的城

乡二元体制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例如，有研究者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农村要优先发展，必须打破现有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建立农业现代化投

入优先保障机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配置机制、农村公共服务优先供给机

制、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机制、土地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农民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

机制六大机制，实现土地市场和进城落户限制‘两个放开’，加强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支撑条件”( 马晓河，2019) 。

《建议》对这些观点都有所回应，那就是，通过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来

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这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有的是以

前特别是十九大提出过的，但在五中全会上得到再次强调，比如延长土地承包年

限、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有的是新的提法，比如

建立“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本书编写组

编著，2020: 37) 这样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等。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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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的目的是使农村原先难以流动的生产要素真正流动起来，进行有效的配

置，以此释放更多的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的活力和空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

样的改革究竟为谁提供动力和空间? 或者说，谁有能力抓住这个动力和利用好

这样的空间? 从目前提出的这些改革和创新政策以及农业农村的现状来看，我

们大致可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的未来表现作如下想象和分析。

首先，新的体制机制安排为那些不愿种地的农民流转土地，为那些不愿居住

在农村的人转让住房( 当然，目前还不确定是以租赁还是销售方式转让) 提供更

大的选择空间。因此，农村农业劳动者还会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那些已经转移

到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有可能更彻底地离开农村和农业。农村耕地目前的流转率

在 30%左右，他们中包括依然居住在农村的高龄老人以及进城工作的人。获得

流转土地的除大户、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外，还有小农户，因为他们也有可能和需

要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一些流转土地。

我国目前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体大多还是小农户，他们的现代化水平并

不高。有不少研究者担心小农经济将会被替代。事实上，《建议》并没有提出取消

小农户的主张，相反，却强调“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本书编写组编

著，2020: 38) ，让小农户在农业现代化中变得更有竞争能力。2019 年 2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

见》，着重强调如何扶持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土地政

策、补贴政策、金融政策、保险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① 但问题是，年轻人不愿务

农，目前的小农户群体年龄偏大，连小农户自身都表现出农业后继无人的悲观看

法。要解决小农户后继无人的问题，吸引外出的务工经商者和城市居民返回乡

村从事农业生产，除了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改革外，小农户自身能力的提升、农
业精致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小农户合作等因素就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

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了农业现代化政策的重点培育对象，“加快培育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本书编写组编著，2020: 38 ) 成为

要务。最近十年，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快速增加，到 2018 年，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

社达到 217. 3 万家，是 2012 年的 3 倍以上，其中，有 18 万多家为县级以上示范

社，3. 5 万家农民合作社创办加工实体，近 2 万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与此同时，到 2018 年为止，全国有 37 万个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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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新华社，2019，《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的意见〉》(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9 － 02 /21 /c_1124147217．
htm) 。



组织，为各种农业生产包括小农户提供服务。① 在既往的调查中，我们看到的农

民合作社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 一种是由村“两委”兴办的，一般叫作集体办的农

民合作社，其管理者、决策者都是村干部，村民的角色是土地流转租金收取者，还有

部分村民是务工者。村民在年终能否享受分红，取决于不同的集体合作社的情况，

但目前大多数还没有分红现象。还有一种合作社是由村里能人主持的，名义上也

是农民合作社，但大部分村民没有参与持股。真正体现农民合作的合作社并不多，

原因在于小农户年纪偏大，无力经营合作社，不少农民合作社只是借着他们的名号

组建，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甚至存在“僵死”问题。近几年国家对合作社进行了

清理整治，取消了一些“僵死”合作社，并对合规的合作社进行扶持，鼓励发展更多

的合作社。在一些地方，农民合作社的“合作性”确实得到了强化，比如有的能人

办的合作社会为小农户提供技术、销售、加工以及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的服务，增

强了小农户的生产和赢利能力。这应该是今后政策支持和引导的重点方向。

家庭农场是另一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止到 2018 年，家庭农场达到 60

万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达到 8. 3 万家，家庭农场经营的耕地达到

1. 62 亿亩。② 家庭农场比小农户更有竞争力，更合乎农业现代化对规模化、专业

化的要求，但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办家庭农场，也不是所有村庄都适合做家庭农

场。家庭农场必须有一定的土地规模、具备经营管理方式和手段以及面向市场

化的能力等; 一般都采取多样化经营的模式，包括粮经结合、种养结合以及种养

加一体化，并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能力和条件为前提。因此，家庭农场经营者的

基本条件包括年龄不能偏大、有一定的市场经营能力和农场管理经验、有一定的

经济实力，等等。家庭农场对外部的政策需求更为强烈，而现有的农业现代化政

策还不足以支持家庭农场快速和高质量的发展。绝大多数小农户目前没有条件

和能力转化为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户。那么，家庭农场的发展就需要依赖农村外

部的一些对农业和农村感兴趣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其前提是有相应的政策

支持，比如土地流转政策、住房租赁甚至销售政策、金融服务政策等。国家农业

现代化政策正朝这一方向转变，未来家庭农场发展政策会吸引一部分城镇居民

和农村外出务工者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目前的家庭农场数远不足以支持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农业农村部在其印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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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新华社，2019，《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的意见〉》(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9 － 02 － 21 /c_1124147217．
htm) 。
同上。



质量发展规划( 2020 － 2022 年) 》中提出，到 2022 年，家庭农场要达到 100 万家。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家庭农场面临的风险对其发展速度的制约。①

《建议》在提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时候只点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但

是后面有个“等”字，为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留下了一定的存在空间。人们首先会

想到这个“等”意指的是农业企业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中央文件之所以没有

明确地点出农业企业，大概是因为有关资本下乡从事农业发展的争论仍比较激

烈。有一些学者乃至农业部门的决策者极力反对资本下乡，理由是资本追求利

润极大化，不会照顾到年迈的农村劳动力，会对他们进行严重的劳动排斥、经济

排斥甚至社会排斥。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仅仅是资本的问题吗? 如果是资本

的问题，那么资本为什么在城市就可以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发展，唯独在农业领

域会出现这样的“原罪”? 对此，反对“资本下乡”的人给出的理由和论据是各种

各样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劳动力排斥外，还包括认为资本对悠久的传统农业生产

体系及其蕴含的文化体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此同时，还会产生新的贫富差距

以及对劳动者进行控制等问题( 范德普勒格，2013 ) 。实际上，“资本下乡”中的

“资本”有很多类，不限于企业、公司等资本，也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外出务工经商

者的资本。特别是有的城镇居民愿意向乡村进行一些投资，并不一定纯粹为了

牟利，可能还为了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 那些外出务工经商者将其赚到的钱返回

家乡投资，虽然有可能是为了牟利，但是会与原有的社会关系契合在一起。农业

农村现代化仅仅靠乡村内在的资源是不足的，正如《建议》所提倡的，需要城乡

要素形成双向流动，尤其需要外部的资源( 包括资本、人才、信息、观念等) 注入

乡村。新的政策和体制应该为这样的双向流动提供支持和保障。

同时，“资本”自己对“下乡”同样有许多顾忌和惧怕，农村、农业想吸引资本

下乡，存在可遇不可求的尴尬。“资本”对下乡的顾虑很多，比如投资农业收益

低，回收期长，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比工业、服务业领域更大，而现有的农

地政策、金融保险政策、生产优惠政策、农村就业政策和劳动力使用政策、生态环

境政策等又难以支持“资本下乡”。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政策和体制改革与创新

来化解这些顾虑。所以，“资本下乡”在文件中只是隐藏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甚至一些村庄都在想方设法吸引一些资本投资本地农

业以及农村相关产业。统计表明，截至 2018 年，全国各类新型农业主体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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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0 － 2022 年) 》
( 2020 年 3 月 3 日) ，农政改发〔2020〕2 号。



主体总量超过 300 万个，其中，各类合作社 217. 3 万多个，家庭农场 60 万个，还

有 20 多万个大多应该是农业企业( 包括农业龙头企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

及的农业生产面积为 3. 64 亿亩，其中，家庭农场经营了 1. 62 亿亩，合作社和农

业企业至少代管或流转和经营了 2. 02 亿亩农地。①

在农村，不只是有农业产业，还有第二、第三产业，存在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现象。在讨论了农业现代化主体之后，我们有必要讨论二三产业的发展主

体。事实表明，仅仅从事农业生产不足以让参加者受益。农业现代化有两条转

化为农业受益的路径，一条是规模化、专业化、精细化，另一条是延长产业链、实

现二三产业融合。在这两条路径中，广大的农民和村民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

及获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和实践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能够使农业现代

化转化为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也不是天外来客，

需要资本、技术、组织化、营销管理、社会化服务以及相应的政策路径，它们来自

农村内外部，特别是外部的人力资源、政策资源、资本以及市场资源显得非常关

键。现有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大致如下: 一种是在农村工业化带动下的农业现代

化，此路径在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表现特别明显( 赵山，2001; 崔凯、郭静利，

2014) ; 另一种是城市化带动下的农业现代化，此路径在城市城郊农村地区表现

突出( 陆际恩，2001; 林毅夫，2002 ) ; 第三种是乡村旅游发展催生的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 第四种是科技发展触发的农业现代化机制，特别是网络带动的电商以及

诱发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商品化发展。

在过去四十年中，上述诸路径都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它们在时间上有着先后

继替的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农村工业化乃至后续的城镇化对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了明显的带动效用; 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城镇化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村庄“空心化”和耕地抛

荒等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显得后劲乏力。21 世纪初，大规模城市化进一步吸

引了农村劳动力，但国家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

体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发展环境。在这个时期，城乡结合部的许多

农村地区利用城市扩张带来的发展机会推进了农村现代化发展。进入 21 世纪

第二个十年后，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跃升，人们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从过去

追求温饱转向“不仅吃好还得玩好”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乡村旅游得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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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0 － 202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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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带动了部分村庄的发展。与此同时，以网络为载体的电商从城市向农村

快速扩展，出现了各种淘宝村等以商业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2017 年

全国有 2118 个淘宝村，到 2020 年 6 月底增至 5425 个，短短的三年内翻了一番

有余。① 一些农村地区进入以乡村旅游和电商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阶

段，一定程度上是在前两条路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并带有融合性的特征，即

城乡融合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由此可见，从最近五年以来到未来的十

年乃至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单一的发展路径已经不足以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多元化、整合型路径越来越显示出发展潜力和实力。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在当前遭遇土地使用的限制、劳动力成本

的制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几乎难以广泛推行。但围绕农产品的深加工制

作和高质量旅游产品的开发可以拓展出新型的农业工业化发展模式，将一二三产

业融合在一起。韩国、日本学术界提出了乡村“第六产业”的发展设想，并付诸实

践。所谓第六产业，就是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在一起的产业

( 即“1 ×2 ×3”) ，而不是简单地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叠加( 即“1 + 2 + 3”) ( 酒

井富夫等，2019) 。由此而来的是生产方式和形态的明显变化，精致化食品( 如点

心) 、餐饮以及在地性、独特性乃至唯一性的产品将成为主打商品，以此推动农村小

型家庭工艺制作坊的蓬勃兴起，使它们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力量。这

样的家庭作坊与 20 世纪 80 年代在许多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处处点火、村村

冒烟的家庭作坊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而是科技、工艺、文化艺术以及本土材料相

结合的一种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和发展的模式，与自然生态共存，又能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构建这样的产业发展形态，对劳动者、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素

质、能力和行为方式的要求将会更高。只有这样一种融合模式，才能达成农业现代

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共同富裕才有可能，乡村振兴才能得以实现。

四、未竟的探索

本文用“未竟的探索”来作最后的结语，有五层含义。

第一，农业农村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追求的重点目标，从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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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阿 里 研 究 院: 2020 中 国 淘 宝 村 研 究 报 告》( http: / /www． 199it． com /archives /
1138233． html) 。



纪50 年代提出“三个现代化”到20 世纪60 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一直

没有缺位。到了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征程

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但远远未竟的探索事业和使命。

第二，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平均

主义，而是体现包容、共享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进程中，

国家整体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

秩序，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是一个

国家必须不断探索的发展道路。

第三，迄今为止，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依然是一个没

有真正完成的发展事业。在欧美乃至日韩，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非常好，

并不比城市差，但乡村依然大多都是老年人，一些房子多年没有人居住，甚至出

现无业主的房子，也就是“乡村发达了，但是还没有振兴”。中国不论是农业现

代化还是乡村现代化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相同的是农村越来越

留不住年轻人，这使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任务更为艰巨。如果中

国在未来十五年或者三十年能通过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那这可

能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也是个艰难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探索。

第四，对于如何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经济学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观

点。它们以“效率”为标准来判断农业是否现代化，由此提出规模化、专业化、科

技化等各种观点。但是，不论是农业现代化还是农村现代化，其关键取决于主

体，即什么样的人或组织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来从事农业农村现代化。小农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和公司等是我国目前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最近几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很快，但是依然跟不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农民合

作社如何体现“合作性”，家庭农场如何实现能力现代化，公司企业在参与农业

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确保对乡村社会起到建设性发展的作用以及农业现代化如何

转化为农村现代化等问题都仍处于探索之中。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已经涌现出四种发展路径———工业化路径、城市化路径、旅游路径和网

络商贸路径，这些路径开始趋于融合，体现出城乡融合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态势，

为后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找到了多元的实现路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在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方面有两

个优势，即系统性和行动主体视角。经济学在研究农业农村现代化上更关注产业

的发展，较少关注产业与社会结构、文化的关系，更忽视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和

村民的表现。当然，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实还不够，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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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同样，本文对许多问题还需要作更深度的实证调查和理论思

考，也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参与到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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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 people＇s new needs for a better life，how can China

develop new approaches to soci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appropriat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or Chinese sociologists to interpr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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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decades． It concerns whether China ＇s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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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ation． Previously，only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as proposed as one of the“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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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aradigm flourish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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